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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治理

地了解他们的情况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，这应该是社区工作的

重要内容。“不能只在微信群里发发通知，那样是没有感情的，

何况还有不少老人不会用微信。”例如，龙南五村和上缝新村

都是户数 2000 多、人数近 4000 的大居民区，而社区工作者只

有六七名，平均每人要负责联络300多户居民，即使是重点走访，

也是相当耗费时间精力的。“有的居民需要我们上门走访很多次，

他才会熟悉我们、建立起对我们的信任。”高晶晶说。

然而在实际中，社区工作者往往要应对来自上级各个政府

部门大量的评比、检查、督查等事务性工作，要花很多时间在

搜集各类数据、填写各种表格上，用于走访居民的时间被大大

压缩。“有的居民说：你们怎么总是在敲电脑、玩手机呀？可

我们真的不是在玩，我们也不想一直在填表啊。”一名社区工

作者无奈地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表示。

最让他们有挫败感的，还在于这些数据报送或台账工作常

常是重复性的，各个部门之间问居民区要同样的数据，同一个

部门也会在短期内让居民区报送好几次一样的信息。而且，这

些信息的填报平台，有的必须在电脑上操作、有的在手机App上、

有的在小程序里、有的要做成表格文件……社区工作者不得不

在十几个平台间来回切换。数字化并未带来工作的高效，反而

增加了社区工作者的负担。

“上面千条线，底下一根针”是前些年人们常用来形容社

区工作者状态的话语，从“1+6”文件以来，上海各级政府也在

尝试为社区“减负”，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，有的社区工作者

还发出了“这几年负担是越‘减’越多”的感慨。

事务性工作太多，服务居民的时间必然就会减少。这种矛

盾在平时可能还不明显，但在 2022 年春季上海因新冠疫情采取

的全域封控中，社区工作者和居民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。部分

居民认为社区工作者“不接地气”，而社区工作者为转运阳性

感染者、消杀环境、组织核酸检测、为居民配药、发放生活物

资等，往往已竭尽全力、心力交瘁。龙南五村是龙华街道最早

开始封控的居民区。“2022年3月16日到5月31日，我和书记、

主任助理三个女人就住在居委的一间小屋子里，抗疫最困难的

时候，我们在一起抱头痛哭，哭完了还是继续工作。”张艳回

忆那段日子时表示，虽然有不被理解时的痛苦，但每当自己的

付出得到居民的认可，她们心中又总是充满了感动，获得价值

的认同。

长时间的全域封控是一种特殊状态，它把社区工作者和居

民之间的关系处理推到了再也无法回避的焦点。徐选国表示，

他走访了大量的社区工作者，感觉他们目前时常处于一种“疲

态治理”之中，永远没有尽头地做着琐碎的事情。“非常规状

态下社区工作者全力维护着社区大众的安全，如果回归常态化

阶段，应该大量减少他们日常化的行政事务，让社区工作者回

归社区、回归生活、回归与社区居民大众紧密连接的生活情景

中来，让他们与居民真正朝向建设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方向努力。”

“五社联动”意在破局

职业上升通道的局限，也是社区工作者队伍发展面临的现

实问题。高晶晶当年应聘的“专职党群工作者”，给出了“在

社区工作满 6 年且考核优秀后可以转为事业编制”的政策，但

如今这样的机会已不再有了。目前，从一般的岗位开始，社区

工作者可以升为居委副主任、主任，或者担任居民区副书记、

书记，但这些职位并不对应任何事业编制，仅书记可以享受参

照事业编制的待遇；他们也无法直接被提升到行政体系中去。

“我们还是希望能再对优秀的社区工作者开放一些对应的

事业编制，或者让社区工作经历成为他们将来自行考取公务员

之后能被实在认可的基层工作经验，这样有助于提升社区工作

者岗位的吸引力。社区工作确实还是需要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

的。”高晶晶表示。

尽管编制方面难以突破，但社区工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学习

培训来增强专业技能。近年来，各地都为社区工作者组织培训，

鼓励他们考取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。社区工作者常自我简

称为“社工”；不过在高校、社会组织等领域，“社工”对应

疫情期间，张艳（左）在岗工作。


